
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个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和展望

叶　 航

摘　 要： 科学哲学家库恩将 “范式转换” 看作 “科学革命” 最重要的事件，

并认为它是科学理论发展和科学革命的标志。 但库恩的理论主要依据自然科学的发

展历史， 它是否适合社会科学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回顾西方主流

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发现库恩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经济学， 但同时也展现出社会科学

的独特属性。 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为经济学的发展是以 “范式转换” 和 “范式综

合” 交替进行的方式实现的， 它既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形态发展变化在经济

思想上的反映， 也反映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理论发展形式上的不同和差别。 这

种探讨有益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经济学的发展规律， 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

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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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新古典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 新古典综合派等。

一、 前言： 库恩论科学发展与科学革命

托马斯·库恩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 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他

１９６２ 年出版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 （以下简称 《结构》）， 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的

经典。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 人类科学王国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但库

恩对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阐释并没有出现太大偏误， 仍然是指导人们认识科学

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库恩的科学哲学虽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 但用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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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规律， 仍然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

意义。 库恩认为， 一个科学理论的发展大致会经历 “常规” （ｎｏｒｍａｌ）、 “反常”
（ａｎｏｍａｌｙ）、 “危机” （ｃｒｉｓｉｓ） 和 “革命”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四个阶段 （库恩， ２０１２：
８—１８、 ４４—５５、 ５６—６５、 ７９—９３）， 它们的特征与属性分别如下。

科学理论处于 “常规阶段” 时， 某一科学共同体内部已就解释该领域的现象

达成一致共识和信念， 这种一致的共识和信念被库恩称作 “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因此， 所谓科学理论的 “常规阶段” 就是某种 “范式” 的确立并不断得到维

护和发展的阶段。 一旦科学理论进入这一阶段， 该学科已经不需要为基础理

论的每一个概念进行辩护， 而科学家则可以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探索相对

艰深的问题上， 以及致力于基础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和应用。
随着科学理论不断发展， 人们或迟或早会发现一些无法被既有范式解释

的现象， 一开始它会吸引科学家努力把这些现象纳入原有的范式。 但随着科

学理论进一步推进， 人们会发现有些现象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纳入原有范式。
这时， 科学理论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 “反常阶段”。 那些不能被既有范式解释

的现象被称为 “反常现象” 或简称 “异象” （ａｎｏｍａｌｙ）。 异象的出现标志着旧

范式的根基开始松动， 原有的共识和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怀疑。
随着反常现象不断积累， 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最终意识到如果不扬弃旧

有的范式， 这种困境就无法得到改变。 这时科学理论就进入所谓的 “危机阶

段”。 库恩把 “危机” 看作新理论出现的曙光， 因为科学理论一旦形成一个被

所有科学家接受的 “范式”， 如果要宣告它无效， 就必须用另一个新的、 能被

大家所接受的 “范式” 来取代它。 正是在这种危机中， 新的思想、 新的方法

得以酝酿和产生， 直到最终诞生出新的范式和理论体系。
只有经历了 “危机” 的历练， 科学理论才会为自己的新生迎来契机。 科

学理论的新生表现为范式转换， 即用一个新的范式来取代旧范式。 这时， 科

学理论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 “革命阶段”。 科学革命的成功必然以废除一套旧

的范式而代之以另一套新的范式为标志。 因此， 库恩特别强调， 在科学革命

的过程中， 旧范式的废除和新范式的创立总是结伴而行的， 科学家拒斥一个

旧的范式， 总是伴随着接受另一个新的范式。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库恩创立的科学哲学中， “范式” 这一概

念具有贯穿全局的地位和作用， 而 “范式转换”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则被库恩视

作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的关键标志。 因此， 科学革命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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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范式革命”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从某种意义上说， 科学发展之所以

被划分为四个阶段， 其重要依据就是人们对待 “范式” 的不同态度、 不同立

场和不同认知。
“范式” 的英语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一词来自希腊语 ｐａｒａｄｅｉｇｍａ。 亚里士多德 《修辞

学》 一书中是在一种典型的、 具有指导性的 “范例”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 意义上来使

用该词的 （亚里士多德， １９９１）。 因此， 在该书拉丁文译本中， “范式”
（ｐａｒａｄｅｉｇｍａ） 被翻译成拉丁文 “范例” （ ｅｘｅｍｐｌｕｍ）。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
由于英国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在其演讲

和哲学著作中频繁使用 “范式” 这一词汇， 从而使 “范式” 一词在英语世界

受到了追捧。 例如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 一书中多次使用 “语法的范式”
（维特根斯坦， ２００５） 这一提法。 尽管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库恩使用这一概

念时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但可以确认的是， 库恩使用的 “范式” 一词，
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与亚里士多德和维特根斯坦的传统有天壤之别。

在 《结构》 一书中， 库恩所谓的 “范式” 是用来特指被某科学共同体内部成

员公认为颠扑不破、 不容置疑的基本认知、 总体判断和核心论据。 它往往以某种

“公理” 或 “公理体系” 的形式出现， 并以由此演绎而来的一系列定理、 推论或模

型所组成。 例如经典力学中的牛顿三大定律， 相对论中爱因斯坦的能质转换公式，
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原理， 等等。 库恩还认为， “范式” 不仅仅是某

科学共同体内部用于开展研究所遵循的基本规范， 同时还包括其成员开展研究所

使用的技术工具或手段， 如经典力学中的天文望远镜和电子显微镜， 量子力学中

的粒子加速器， 等等 （库恩， ２０１２： ３６—４３）。 因此， 一个科学理论的 “范式” 既

是该学科认识特定事物的标准， 也是该学科进一步实践和发展的基础。
以上介绍了库恩科学哲学的基本思想， 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重要事实———

库恩的这一理论主要是依据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归纳而来的， 这与他青年时所

受的专业训练高度相关。① 虽然在 《结构》 一书中， 库恩也援引了许多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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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库恩 １９２２ 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其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先

后获得学士、 硕士和博士学位， 专业是理论物理学。 库恩在 《结构》 一书序言中回忆，
此书的思想起源于他即将完成博士论文期间参加的一个实验性大学课程的教学项目———
为非理科的学生开设物理学。 在准备教学资料时， 他不得不从科学史的角度回顾物理学

发展的历史。 他惊讶地发现， 当时流行的许多关于科学本质的观念是错误的， 从而使他

萌生了从物理学研究转向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想法。



学、 化学、 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例子来佐证他的理论， 但对于

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是否符合这些结论， 库恩自己在书中坦陈 “至今还是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 （库恩， ２０１２： １２）。① 其实， 我们不用苛求库恩， 期待他跨

出物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边界， 深入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的世界。 科学哲学

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有关科学本质最基本的认知和规律， 尽管这些认知和

规律只是来自某一具体学科， 是针对某一具体学科实践经验的抽象， 但它所

具有的哲学意义上的 “一般性” 仍然可以指导人们去认识其他学科发展的

规律。
通过对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回顾， 我们发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其发

展过程中与库恩 《结构》 一书所揭示的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规律， 即它的发

展也会经历 “常规”、 “反常”、 “危机” 和 “革命” 四个阶段， 而 “革命”
的本质特征同样表现为范式转换。 但我们的回顾也表明， 人类经济思想史的

发展还展现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规律， 即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范式转换与

范式综合交替进行的形式实现的。 这就意味着， 经济学的每一次理论变革都

将通过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这两个阶段才能最终完成。
下文将用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出现过的四次范式转换与

范式综合， 以及在此期间所发生的、 与经济学理论变迁高度相关的重大社会

历史事件。 在这一基础上， 本文再通过结语来探讨经济学的发展呈现不同于

自然科学发展规律背后的原因。

二、 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 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转换

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转换发生在 １８ 世纪 ７０ 年代， 这一转换的标志是 １７７６
年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以下简称 《国
富论》） 的出版。 在 《国富论》 中， 斯密彻底颠覆了前古典经济学 （ｐ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财富管理” 的研究范式， 创立了古典经济学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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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库恩这里所谓的 “至今” 是指 《结构》 一书初版的 １９６２ 年， 当然也应该包括为了纪念

该书诞生 ５０ 周年再版 （第四版） 的 ２０１２ 年。



“财富生产” 的研究范式， 从而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实现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第

一次大转换。
我们把古希腊至中世纪的经济思想称为 “前古典经济学”， 它以古希腊思

想家色诺芬的 《经济论》 （约公元前 ３８７—公元前 ３７１ 年） 为代表。 “经济”
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为 “家庭管理” 或 “家政管理”。 色诺芬认为， “财富

管理也像医药、 金工、 木工一样， 是一门学问的名称”， “一个懂得这门技艺

的人， 即便自己没有财产， 也能靠给别人管理财产来挣钱” （色诺芬， １９８１：
１）。 从古希腊到整个中世纪， 乃至文艺复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经济学研

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财富。 只不过随着历史变迁， 管理的范围逐步从

家庭扩展到城邦， 再从城邦扩展到国家。 例如，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

其代表作 《政治学》 中拓展了 “家政管理” 的思想， 提出奴隶主阶级必须研

究城邦管理的 “致富技术” （亚里士多德， １９８１： １０—１６）； 法国早期重商主

义代表安东尼·孟克列钦 （Ａｎｔｏｙｎｅ Ｍｏｎｔｃｈｉｅｔｉｅｎ） 则在 《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

治经济学》 中第一次提出了 “政治经济学” 这一名称， 并将其定义为 “国家

如何管理经济的科学” （Ｍｏｎｔｃｈｉｅｔｉｅｎ， １６１５）。
事实上， 在斯密以前产生过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 他们一定程度上都是

“财富管理” 的践行者。 著名的有英国的威廉·配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ｔｔｙ）、 法国的弗

朗索瓦·魁奈 （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Ｑｕｅｓｎａｙ）、 苏格兰的詹姆斯·斯图尔特 （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ｕａｒｔ）。 配第的经济学著作包括 《赋税论》 （１６６２）、 《献给英明人士》 （１６６４）、
《政治算术》 （１６７２） 和 《货币略论》 （１６８２） 等。 作为一个由重商主义向古典

学派过渡的经济学家， 配第主张 “一个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商业， 特别是能使本

国积累金、 银、 珠宝的产业”， 为此他提出征收 “累进税” 和 “消费比例税”
等国家财政管理策略来防止货币流出国外 （配第， １９７８： １９—３０）。 从本质上

讲， 配第仍然是一个推崇 “国家管理” 的前古典经济学家。 魁奈是重农学派

创始人， 主要论著包括 《租地农场主论》 （１７５６）、 《谷物论》 （１７５７） 和 《经
济表》 （１７８５） 等。 作为重农主义者， 他一方面认为 “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

泉， 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 另一方面又认为 “在农业生产中有各种自然力

参加工作” 而 “人是不能调节这些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 因此， 魁奈主张用

“开明的专制” 和 “道德秩序” 来管理国家经济生活 （魁奈， １９７９： ３３３—
４０８）。 斯图尔特是晚期重商主义者， 代表作是 １３００ 多页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

研究： 论自由国家中对内政策的科学》 （１７６７）， 被卡尔·马克思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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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 （马克思， １９９８：

４１１—４１５）。 该书对政府管理经济作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将 “财富管理” 范

式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斯图尔特把政府管理经济的作用比喻成 “工

匠之手”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 ｈａｎｄ）， 从而与斯密所谓的 “无形之手” （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

形成鲜明的对照 （Ｓｔｅｕａｒｔ， １７７０）。①

１７７６ 年， 斯密 《国富论》 的出版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轨迹， 使经济

学从前古典经济学的 “财富管理” 研究范式转向古典经济学的 “财富生产”

研究范式， 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纪元。 从书名我们即可看到， 斯密希望在

这部著作中研究的问题是： 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 国民财富如何才能得到

增加。 这是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从未认真研究过的问题， 因为 “财富管理”

从本质上说只是面对既定的 “财富” 以及如何通过管理让这些既定的 “财富”

更好地发挥效用而已。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 只是当

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马克思， １９７４： ３７６）

为了探寻国民财富的性质， 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所

生产的所有商品都是国民财富， 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 从而

既批判了重商主义所持有的 “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源泉” 的观点， 也抛弃

了重农主义所持有的 “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 的偏见， 同时还与配第所持

有的 “只有生产金银制品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的错误看法划清了界限。 为

了探讨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促使其国民财富增长， 斯密在 《国富论》 的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率增进的原因， 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们的

顺序” 中认为， 仅仅依靠管理、 交换和分配并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

只有通过 “分工等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资本积累， 从而增加从事生产

的劳动者人数” 才能促使国民财富的增长， 并以此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在

谈及分工时， 斯密开门见山地说：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

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 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斯密， １９７２：

５） 为了说明分工怎样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斯密还特别举了著名的制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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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例子， 由于实行了分工， 制针的效率提高了 ４８００ 倍 （斯密， １９７２： ６）。
现在， 斯密的这些论断早已成为经济学常识， 但在 ２５０ 年前它却是一个石破天

惊的思想。 正如列宁所说， “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

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
１９５９： １５０）。

斯密的 《国富论》 为古典经济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全书共分为五

篇， 除上面提到的第一篇外， 第二篇为 “论资财的性质及其储蓄和用途”， 第

三篇为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四篇为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五篇为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由此可见， 《国富论》 涉及的内容几乎包

括了经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它不但影响了其后的古典经济学家， 包括大

卫·李嘉图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让·西斯蒙第 （Ｊｅａｎ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 和约翰·斯图亚

特·穆勒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 等人， 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一大批新古典经济学家，
比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弗兰克·奈特 （Ｆｒａｎｋ Ｋｎｉｇｈｔ）、 约

翰·希克斯 （Ｊｏｈｎ Ｈｉｃｋｓ）、 米尔顿·弗里德曼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保罗·萨缪

尔森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肯尼思·阿罗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ｒｒｏｗ）、 罗伯特·索洛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 等。 在这些人的经济思想中， 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到斯密的身

影。 更令人惊叹的是， 斯密在 《国富论》 所阐释的思想中， 还包含着经济学

未来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几大研究范式： 比如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客观价

值” 研究范式， 以 “无形之手” 所隐喻的 “微观分析” 研究范式， 以 “经济

人” 为表征的 “理性分析” 研究范式。 这些研究范式几乎主导了整个西方主

流经济学未来 ２５０ 年发展的路径。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在亚当·斯密那里，
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为某种整体， 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马克思， １９７３： １８１）

（二） 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综合

经济学的第一次范式综合发生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 其标志是 １８４８ 年英国

的古典经济学家、 李嘉图学派的代表人物与继承者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 （以下简称 《原理》） 的出版。 在 《原理》 一

书中， 穆勒将前古典经济学的 “财富管理” 研究范式与古典经济学的 “财富

生产” 研究范式整合为一个并行不悖、 相互补充的理论分析体系， 从而实现

了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研究范式的第一次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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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 《原理》 一书， 除 “绪论” 和 “附录” 以外分为五编 ７３ 章： 其

中第一编为 “生产” （共 １３ 章）， 第二编为 “分配” （共 １６ 章）， 第三编为

“交换” （共 ２６ 章）， 第四编为 “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 （共 ７ 章），
第五编为 “论政府的影响” （共 １１ 章）。 从 《原理》 一书的内容结构看， 前

三编 “生产”、 “分配” 和 “交换” 主要阐释了古典经济学 “财富生产” 研究

范式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篇幅约占全书的 ７０％ ， 穆勒将其称为 “经济学的静

力学” （穆勒， １９９１： １—１４）。 后两编 “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 和

“论政府的影响” 是对前古典经济学 “财富管理” 研究范式的继承、 拓展和升

华， 篇幅约占全书的 ３０％ 。 穆勒将其称为 “经济学的动力学” （穆勒， １９９１：
１—１４）。

穆勒之所以要在古典经济学 “财富生产” 研究范式之外重新引入前古典

经济学的 “财富管理” 研究范式， 可以追溯至 《原理》 出版前 ４ 年他所发表

的一篇重要论文——— 《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用的研究方法》。 在这篇论

文中， 穆勒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研究方法， 可

以看作他为写作 《原理》 一书所做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穆勒在这篇论文

中提出， 经济学应该从人类行为最一般的假设出发推演出它的所有命题。 而

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假设有两条， 第一是 “对财富的追求”， 第二是 “对劳动的

厌恶”。 前者决定了人类必须通过生产劳动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而后者则决定

了人类又期望通过逃避劳动来获得不义之财； 因此， 经济学必须从这些基本

的人性假设出发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前者出发， 构建相应的 “财富生

产” 理论。 从后者出发， 则构建相应的 “财富管理” 理论。 在此基础上， 再

通过实证研究来降低 “由每个特例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Ｍｉｌｌ，
１８４４）。 荷兰经济学家弗洛里斯·霍伊克卢姆 （Ｆｌｏｒｉｓ Ｈｅｕｋｅｌｏｍ） 指出， 穆勒

是最早企图将经济学 “公理化” （ 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ｃａｌ） 的经济学家 （霍伊克卢姆，
２０２０： １０—１２）。

正因为对经济学具有如上认知， 穆勒与斯密所信奉的 “经济自由主义”
理念表现出很大不同。 穆勒认为， 不应该完全否认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管

理和干预的必要性， 因为 “自由放任原则” 假设个人都能对自身利益做出

最好的判断， 但事实上这一假设并不成立， 特别是在涉及社会整体利益与

长远利益的场合 （穆勒， １９９１： ５０５—５７２）。 据此， 穆勒提出政府对经济活

动的管理是必要的， 并对其内容和形式做出了深入探讨。 他认为， 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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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三种情况下可以干预经济生活： 一是个人无法对自身利益进行判断的

场合； 二是个人需要帮助， 但其他人不愿或不能提供帮助的场合； 三是对

社会福利有好处， 但个人能力有限不能去做或不愿去做的场合。 在此前提

下， 穆勒还认为， 政府管理和干预经济可分为命令式和非命令式两种方式，
而政府主要应该采取非命令式的方法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和干预 （穆勒，
１９９１： ６７６—７１２）。

穆勒在 《原理》 中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在西方经济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且独

特的地位。 《原理》 和斯密的 《国富论》 一样， 都是 ２０ 世纪以前流行时间最

长、 流行范围最广的经济学著作。 穆勒对 “财富管理” 范式和 “财富生产”
范式的综合影响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和路径， 即在其之后的经济学家，
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学派， 不论他们的立场是保守抑或激进， 都会从 “生产”
与 “管理” 两个视角来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

（三）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学的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
而经济学第一次范式转换始于 １８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 １７７６ 年斯密 《国富论》 的

出版为标志）； 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 （以蒸汽机的全面普及

和应用为标志）， 而经济学第一次范式综合发生的时间也是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

（以 １９４８ 年穆勒 《原理》 的出版为标志）。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次经济学

革命 （包括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的两个时间节点刚好与人类第一次工业革

命的起止年代高度吻合。 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并思考一个重要问题： 经济学

的第一次革命与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时间上的一致性， 究竟是一种偶然的

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或因果关系？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机器生产代替人力的时代， 宣告了人类工业文明

的诞生。 而工业文明的诞生则彻底改变了财富创造的基本形态： 在农业社会，
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受到土地、 河流和气候等自然力量的制约， 社会财富的

积累主要依靠对财富存量的管理才能实现。 因此， 以色诺芬等人为代表的前

古典经济学思想将 “财富管理” 作为主要研究范式， 正反映了工业革命前的

人类经济生活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实践。 而工业文明的诞生

则彻底改变了人对自然资源的被动依赖， 使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

生产效率， 进而实现财富的积累。 因此，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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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 转向研究 “财富生产” 就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学研究范式

的第一次转换事实上反映了以社会分工生产和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

以家庭协作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持续了 ８０ 多年。 在此期间， １８０７ 年， 蒸汽机被成功运用

于船舶动力； １８１４ 年， 第一辆蒸汽发动机驱动的汽车诞生； １８２５ 年， 第一辆

蒸汽火车成功运行。 蒸汽机在交通运输上的广泛应用有效降低了社会交易成

本， 进一步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至 １８４０ 年前后，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先进

生产力基本取代了传统经济的运行方式， 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 在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极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水平后， 经济学家必

然会发现 “财富管理” 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水平上协调生产、
分配、 交换和积累等经济活动， 使经济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因此， 将 “财
富管理” 与 “财富生产” 结合在一起可以更全面地服务人类的经济生活， 从

而推动了古典经济学 “财富生产” 研究范式与前古典经济学 “财富管理” 研

究范式的大综合。

三、 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 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转换

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转换发生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这一转换的标志性事件

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颠覆了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

论为基础的 “客观价值” 研究范式， 提出了以边际效用论为代表的 “主观价

值” 研究范式， 从而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实现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第二次大

转换。 这一事件在西方经济学术史上被人们称为 “边际革命” （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配第是第一个提出 “劳动创造价值” 的经济学家， 在 《赋税论》 中他写

道： “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 将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

银矿中运来伦敦， 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 （配第， １９７８： ４８）。 这表

明配第在当时不仅认识到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 而且还意识到货币的价值

量也是由劳动量决定的。 继配第之后， 斯密和李嘉图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劳

动价值论。 斯密在 《国富论》 中不仅区分了商品的 “使用价值” 和 “交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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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而且明确提出 “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斯密，
１９７２： ２５）。 李嘉图在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中不但坚持了劳动创造价值

的基本思想， 而且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前提， 他写道： “说到商品、 商品

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 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

动增加、 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 （李嘉图， １９６２： ７） 马克思

对这一观点给予了高度肯定， 并认为李嘉图实际上指出了 “价值规律的充分

发展， 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 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 （马
克思， １９６２： ５０）。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 １８６７ 年的出版， 则最终完成

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化。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 “劳动

二重性” 理论， 即把劳动分为 “具体劳动” 和 “抽象劳动” 两种形式， 并指

出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抽象劳动则创造了商品的价值 （马克

思， ２００４： ４７）。 劳动价值论以商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量或必要劳动时

间作为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准， 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 “客观价值” 研究范式。
它是古典经济学研究价值的基本范式。

与劳动价值论不同， 边际效用论则将人的心理感受和满足程度作为衡量

商品价值的标准， 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 “主观价值” 分析范式。 边际学派

的先驱是德国的赫尔曼·戈森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Ｇｏｓｓｅｎ）， 他于 １８５４ 年出版了 《人类

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 一书， 提出了边际效用论的基本假设和定

律。 其中， 第一条定律为 “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 那么这同

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 直至最终达到饱和” （戈森， １９９７： ９）， 这条定

律被称为 “戈森第一定律”， 也就是微观经济学中所谓的 “边际效用递减规

律”； 第二条定律为 “人们必须在充分满足最大的享受之前， 先部分地满足所

有的享受， 而且要以这样的比例来满足： 每一种享受的量在其满足被中断时，
保持完全相等” （戈森， １９９７： １６）， 这条定律被称为 “戈森第二定律”， 也就

是微观经济学中所谓的 “边际消费均等规律”； 第三条定律为 “每当成功地发

现了一个新的享受， ……都给人们提供了在现在情况下扩大生活享受总量的

可能性” （戈森， １９９７： ２７）， 这条定律被称为 “戈森第三定律”， 也就是微观

经济学中所谓的 “创新收益增量规律”。 我们可以看到， 戈森近 ２００ 年前提出

的关于人类行为准则的假设， 至今仍然是支撑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信条。
继戈森之后不到 ２０ 年， 许多经济学家都独立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思想和

理论。 它们包括：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ｌ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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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ｖｏｎｓ） 于 １８７１ 年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 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

（Ｃａｒｌ Ｍｅｎｇｅｒ） 于 １８７１ 年出版的 《国民经济学原理》， 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

尔拉斯 （Ｌｅｏｎ Ｗａｌｒａｓ） 于 １８７４ 年出版的 《纯粹经济学要义》。 因而被西方经

济学术史称作 “边际革命”。 但作为 “边际革命” 先驱的戈森， 与大多数思想

先行者的命运相似。 １８５４ 年他自费出版了 《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

发展》 一书， 在该书序言中戈森写道： “我相信， 我成功地揭示了使人类能够

相互发生关系并不断使人类进步的力量， 而且大体揭示了这种力量作用的规

律。 像哥白尼的发现能够确定天体在无限时间中运行的轨道一样， 我自信通

过我的发现也能为人类准确无误地指明， 他们为以最完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

生活目的所必须遵循的道路。” （戈森， １９９７： ２） 但该书出版后只卖出区区几

册， 而且毫无反响， 于是他决定收回所有存书。 四年后， 贫病交困的戈森于

科隆病逝。 因此该书长期不为世人所知， 直到 １８８８ 年才被柏林普拉格尔出版

社重印出版。 １８７９ 年， 因提出 “边际效用递减” 而一举成名的英国经济学家

杰文斯偶然看到戈森的遗著， 感到极为震惊， 于是在 《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

二版序言中对戈森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

方法， 实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 据我所知， 他对基本理论的探讨比

我更为综括， 更为彻底。” （杰文斯， １９８４： １８）

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第二次大转换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主要

表现在： 第一， 边际学派对效用和边际效用的研究扭转了此前古典经济学只

关注生产、 成本和供给的倾向， 使经济学开始关注消费、 效用和需求的研究，

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准备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第二， 边际学派的成员

在分析效用和边际效用时， 普遍使用了微积分和几何图形等数学工具， 从而

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形成的数理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第三， 边

际学派提出的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消费均等规律” 和 “创新收益增

量规律” 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诞生的福利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与功利

主义哲学一起成为福利经济学的两大思想基础； 第四， 边际效用学派摆脱了

此前的经济学 （包括前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 只研究社会经济主体的外

部经济环境和经济利益关系的传统， 第一次将研究视角转向人的内部、 转向

人的心理及其心理感受对行为的影响， 从而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兴起的行为

经济学开启了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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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综合

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综合发生在 １９ 世纪末， 其标志是 １８９０ 年马歇尔 《经
济学原理》 的出版。 在 《经济学原理》 一书中， 马歇尔将古典经济学的 “客
观价值” 研究范式与边际效用学派的 “主观价值” 研究范式有机地整合在一

起， 创立了所谓的 “新古典经济学”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从而实现了人

类经济思想史上研究范式的第二次大综合。
在 《经济学原理》 （马歇尔， １９８１ａ， １９８１ｂ） 中， 马歇尔一方面把古典经

济学 “客观价值” 研究范式用来描述劳动价值和生产费用的理论改造成新古

典经济学的 “生产 －成本 － 供给” 理论， 另一方面又把边际效用学派 “主观

价值” 研究范式用来描述效用和边际效用的理论改造成新古典经济学的 “消
费 －效用 －需求” 理论， 从而给这两个经典的理论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

力， 使它们焕发出新生。 在此基础上， 马歇尔还进一步通过 “供给函数” 及

相应的 “供给曲线” 来刻画 “生产 －供给” 系统的微观动态属性， 通过 “消
费函数” 及相应的 “消费曲线” 来刻画 “消费 － 需求” 系统的微观动态属

性； 并最终将它们统一于以数学 （微积分） 形式表达的 “均衡价格” 理论之

中， 从而完美地实现了古典经济学 “客观价值” 研究范式与边际效用学派

“主观价值” 研究范式的大综合。
在 《经济学原理》 中， 马歇尔将物理学中的 “均衡” 概念引入经济学，

创立了一整套分析方法。 除了以上提到的 “均衡价格” 外， 它还是马歇尔经

济思想中最核心的分析方法， 几乎贯穿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包

括这一体系所涉及的消费理论、 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全部内容。 例如， 当马

歇尔论及消费的属性时， 提出了 “需求弹性” （ｄｅｍａｎｄ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的概念， 而需

求弹性则取决于需求变动水平与价格变动水平的均衡状态 （马歇尔， １９８１ａ：
１２１—１３５）。 当马歇尔论及生产的属性时， 提出了 “边际成本”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ｃｏｓｔ）
与 “边际收益”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的概念， 而生产的规模则取决于边际成本

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状态 （马歇尔， １９８１ｂ： ４２—５３）。 当马歇尔论及分配的属

性时， 将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 “生产要素” 从三个扩展为四个， 即在古典经

济学传统的劳动、 资本和土地之外， 又增加了一个所谓的 “组织” （即企业家

才能）， 并以此来说明工资、 利息、 地租和利润的来源———工资是劳动的价

格， 利息是资本的价格， 地租是土地的价格， 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价格；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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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状态， 利息水平取决于资金市场

供求关系的均衡状态， 地租水平取决于土地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状态， 利润

水平取决于企业家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状态 （马歇尔， １９８１ｂ： １７９—３２２）。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到， 马歇尔的 《经济学原理》 虽然在结构上参照了穆勒

的 《原理》， 但其逻辑的严密性、 一致性和论述的清晰性却远远超过了穆勒。
以至于经济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在评价二人的著作

时说， 对于像马歇尔这样一位受过严格数学训练的经济学家来说， 肯定无法

忍受穆勒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所表现出来的模糊和粗疏 （熊彼特， １９６５）。
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是 “研究范式” 的综合， 而且也是 “研

究方法” 的综合。 在 《经济学原理》 一书中， 马歇尔不但继承和保留了古典

经济学家宏大、 深刻的叙事风格， 而且还继承和发扬了由戈森、 杰文斯、 瓦

尔拉斯等边际学派以及弗朗西斯·埃奇沃思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 和维尔弗雷

多·帕累托 （Ｖｉ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ｒｅｔｏ） 等人开创的经济学数学分析传统， 最终于 ２０
世纪初形成了所谓的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 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

代走向现代的奠基之作， 并使新古典经济学至今仍然被奉为西方主流经济

理论。
此外， 值得一提的还有马歇尔开创了经济学历史上的两个先例： 第一，

马歇尔是最先使用 “经济学” 而不是 “政治经济学” 来命名其著作的经济学

家， 熊彼特在评论此事时曾经用 “基础医学” 和 “临床医学” 的区别来比喻

“经济学” 与 “政治经济学” 的不同 （熊彼特， １９９５： ５５７）； 第二， 马歇尔

是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学教授， 因为在此之前经济学在大学教育中

都是从属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 在马歇尔的不懈努力下， 剑桥大学终于在

１９０３ 年将经济学从人文学科中独立出来， 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单独设立的经

济系。

（三）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学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及使用

为标志）， 而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转换也发生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边际学派的兴起为标志）。 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于 １９ 世纪末 （以电力

的普及和大规模使用为标志）， 而经济学第二次范式综合发生的时间也是 １９
世纪末 （以 １８９０ 年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的出版为标志）。 我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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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范式第二次发生变化 （包括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的两个时间节

点与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完全同步。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电气化时代。 经济学第二次范式转换

发生在这一时期， 反映了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后， 社会

知识精英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新视野。 边际学派从人

的心理感受出发， 寻找人们对价值和效用的判断标准， 开创了 “主观价值”
研究范式的先河。 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个事实， 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Ｗｕｎｄｔ） 也是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数不是职业经济学家， 比如戈森是律师， 门格尔是

记者， 瓦尔拉斯在进入洛桑学院前一直从事文学期刊的编辑并出版过好几部

小说。 他们都是凭着自身的学术兴趣和对科学探索的热爱， 在工作之余创立

了边际效用理论。 这也从侧面表明，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第二次工

业革命的开启， 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 使人们有更多闲暇时间来追求

自己热爱和感兴趣的事情。①

第二次工业革命持续的半个世纪中， 社会进步始终围绕着电力的应用展

开。 在此期间， 发电机和电动机的成功研制拉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序幕。
电灯、 电话、 电报、 电车、 电影等相继问世， 让人类社会全面进入电气化时

代， 再一次使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与第一次工业

革命的技术突破都由一线工匠完成不同，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大多由

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完成。 这一事实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对科学的崇拜， 在当时

的英国和欧洲掀起了一股崇尚科学之风。 这股风气对经济学的第二次范式综

合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歇尔将物理学中的 “均衡” 概念及其相关数学方法引

入经济学， 为 “新古典经济学” 的创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经济学第二次范

式综合， 既反映了人类工业文明处于相对鼎盛时期的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经

济生活所产生的极大促进作用， 也反映了现代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 尤其是

数学作为一种通用科学语言对经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有力推动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经济学 “公理化” 和 “数理化” 的进程， 从而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

代走向现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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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 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转换

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转换发生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这一转换的标志是 １９３６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Ｊｏｈｎ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Ｋｅｙｎｅｓ） 《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
（以下简称 《通论》） 的出版。 凯恩斯在 《通论》 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分析

基点立足于厂商与个人行为的 “微观分析” 范式， 确立了以国民经济作为一个

整体研究对象的 “宏观分析” 范式， 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的第三次大转换， 这

一事件在西方经济学术史上被人们称为 “凯恩斯革命”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凯恩斯 《通论》 出版以前， 新古典经济学家流行的 “信念” 是， 任何商

品过剩或商品短缺都是短期的、 暂时的。 按照马歇尔的 “均衡价格” 理论，
只要价格调整到位， 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现象就能消除； 因此从长期来看，
只要市场价格机制不受干扰， 供求之间的矛盾， 包括商品市场的供求矛盾和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 总能够实现 “市场出清”， 从而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对此， 凯恩斯在 《通论》 中创立了一套全新的、 从经济总量出发的分析方法，
试图否定他的老师马歇尔所建立的、 只存在于 “鲁滨逊漂流记” 中近乎 “乌托

邦” 的学说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２５—２６）。 凯恩斯首先提出 “有效需求”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ｍａｎｄ） 的概念来解构马歇尔的 “均衡价格” 理论。 凯恩斯认为， 有效需求

是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时的社会总需求， 这一需求既包含了消费者

对消费品的需求， 也包含了生产者对劳动力的需求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２８—
３２）； 但是， 有效需求虽然是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的均衡点， 但却未必是

劳动力供求水平的均衡点， 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即便在有效需求处于均衡状

态的情况下， 仍然可能无法实现所谓的 “充分就业”， 社会上仍然可能存在着

大量 “非自愿失业者”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５２—５７）。 因此， 凯恩斯给 《通论》
制定了两个目标： 第一， 揭示 “有效需求” 与 “充分就业” 之间的关系； 第

二， 为政府解决失业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为了揭示有效需求和充分就业的关系， 凯恩斯提出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

“三大心理规律” ———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和 “流动性偏好规律”。 所谓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是指， 在增加的收入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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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用于消费的比例会趋向于不断减少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９３—９７）； 所谓 “资

本边际效率递减” 是指， 生产者对生产同一产品的预期获利水平会随生产规

模的不断扩大而下降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１３９—１４１）； 所谓 “流动性偏好” 是

指， 人们出于交易、 预防或投机目的， 总是希望保留一定数量可随时动用的

现金货币的偏好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２０５）。 根据凯恩斯的分析， 由于 “边

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的作用， 一个国家总收入中转化为储蓄的部分会越来

越多， 如果这部分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 则该国的有效需求就会萎缩，

出现所谓的经济衰退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９８—１１１）。 但是在 “资本边际效率递

减规律” 的作用下， 一个社会只有不断降低货币供给的利率水平， 投资规模

才可能不断得到扩大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１４１—１５０）。① 而由于 “流动性偏好规

律” 的作用， 银行利率不可能无限降低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２０５—２１６）。② 由此，

凯恩斯得出结论： 在三大心理规律共同发生作用的前提下， 会导致一个国家

有效需求的持续不足， 而有效需求不足则会降低社会的总收入水平， 并进一

步导致社会就业水平低下， 从而产生严重的失业和经济衰退， 乃至发生危机

和萧条。

如上所述， 在凯恩斯看来， 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来自所谓的 “三大

心理规律”， 它是人性中固有的行为倾向， 无法通过市场的微观价格机制或利

率机制得到纠正。 因此， 为了使社会摆脱失业和衰退的危机状态， 必须从系

统外部引入干预力量来管理有效需求， 即由政府通过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 以便使总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储蓄水

平， 从而解决危机和萧条困境。 为此， 凯恩斯甚至提出 “某种程度的全面的

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３９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为了避免经济再次陷入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的大危机， 几乎

所有西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凯恩斯在 《通论》 中所建议的政策。 例

如， 英国政府于 １９４４ 年颁布了 《就业政策白皮书》， 规定政府必须维持足够

规模的有效需求， 以便使社会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 美国议会于 １９４６ 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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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凯恩斯假定投资规模扩大的底线是投资利润率等于银行利率， 因为如果利润率低于利

率， 生产者就会把钱存入银行获利。
凯恩斯在这里把银行利率看作购买 “流动性” 的价格， 如果利率 （价格） 过低， 人们宁

愿把钱放在家里也不愿意将其存入银行， 这样银行的资金来源就会大量缩水。



的 《就业法案》， 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目标 （高鸿业， １９９９）。
凯恩斯所引领的经济学第三次范式大转换被西方经济学术史称作 “凯恩

斯革命”。 作为一场 “革命”， 它不但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微观分析范

式， 而且还颠覆了自斯密以来一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敬奉的 “市场万能”
的理念和信仰。 它是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建立的 “自由放任” 的近代资本主义

国家制度的反思与批判， 并由此开创了 “国家干预” 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凭借 《通论》 一书， 凯恩斯在西方已跻身于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家的行列，
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被西方民众认为是可以与斯密、 马克思、 查尔斯·达尔

文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ｒｗｉ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相提并论的伟大

人物。

（二） 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综合

经济学的第三次范式综合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其标志是 １９４７ 年萨缪

尔森 《经济分析基础》 （以下简称 《基础》） 一书的出版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１９４７）。
在 《基础》 中， 萨缪尔森将新古典经济学的 “微观分析” 范式与凯恩斯主义

的 “宏观分析” 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因此， 萨缪尔森把自己的

理论体系称作 “新古典综合派”， 从而实现了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研究范式的第

三次大综合。
萨缪尔森创建的新古典综合理论旨在从三个方面对凯恩斯 《通论》 出版

后给西方经济学造成的分裂状态进行弥补和缝合。 第一， 是经济理论上的综

合： 以 “充分就业” 和 “市场均衡” 为界， 把处于 “充分就业” 和 “市场均

衡” 状态时的经济分析称为微观经济分析， 也就是所谓的 “微观经济学”； 而

把处于 “未充分就业” 和 “非市场均衡” 状态时的经济分析称为宏观经济分

析， 也就是所谓的 “宏观经济学”； 这种 “理论综合” 从本质上讲只是一种形

式上的 “拼凑”， 但它却可以有效避免西方经济学因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导致

崩溃的局面， 并且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产生的 “新凯恩斯主义” 试图为宏

观经济学建立所谓的 “微观基础” 预留了一个 “入口”。 第二， 是经济体制上

的综合： 在坚持私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 对那些容易产生 “市场失灵” 和

“道德风险” 的部门， 如邮政、 公共交通、 环保、 军工、 航天、 保险等部门的

全部或部分实行 “国家所有制”， 这就是萨缪尔森所谓的 “混合经济” （萨缪

尔森， １９９１： ２）。 以美国为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高峰时期国有经济占整个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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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一度超过 １０％ ； ８０ 年代以后， 随着美国总统里根推

行的 “私有化改造运动”， 这一比重大幅下降， 但至今仍占 ２％ 左右。 第三，
是经济政策上的综合： 在坚持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上， 大力推行凯

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特别是当经济运行出现明显的通胀、 通缩、 衰退

或失业时， 主张政府运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和调控，
这就是萨缪尔森所谓的 “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萨缪尔森， １９９１：
５０９）。

１９４８ 年， 萨缪尔森根据 《基础》 一书的内容体系， 编写了一部供经济学

专业大学本科生学习的教材 《经济学》。 该教材大约每 ３ 年再版一次， 每次再

版都会根据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更新教材内容。 至 ２００９ 年萨缪尔森逝世， 已经

更新到第十九版。 到目前为止， 《经济学》 被翻译成 ４０ 多种文字， 销售总量

超过 １０００ 万册。 在西方世界， 该教材被称为 “经济学的圣经”， 使新古典综

合派的理论成为全世界流行最广泛的经济理论。
以萨缪尔森领衔的新古典综合派还包括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 其中大

多数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他们的贡献主要有： 希克斯 （１９７２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和阿尔文·汉森 （Ａｌｖｉｎ Ｈａｎｓｅｎ） 提出著名的 “ ＩＳ － ＬＭ
模型”， 将凯恩斯的 “有效需求决定模型” 与马歇尔的 “一般均衡模型” 结

合起来， 用来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Ｈｉｃｋｓ， １９４６）； 罗伊·
哈罗德 （Ｒｏｙ Ｈａｒｒｏｄ） 和埃弗塞·多马 （Ｅｖｓｅｙ Ｄｏｍａｒ） 提出 “哈罗德 － 多马

模型”， 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长期化与动态化， 用于分析经济长期增

长的条件 （Ｈａｒｒｏｄ， １９４９）； 劳伦斯·克莱因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ｌｅｉｎ， １９８０ 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 将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 用来

预测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 （Ｋｌｅｉｎ， １９５４）； 索洛 （１９８７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 提出 “索洛增长模型”， 分析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詹姆斯·托宾 （Ｊａｍｅｓ Ｔｏｂｉｎ， １９８１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将微观金

融和企业投资理论与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 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目标

落实到实际应用层面 （Ｔｏｂｉｎ， １９８９）； 威廉·菲利普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提

出的 “菲利普斯曲线”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ｃｕｒｖｅ） 证明了凯恩斯关于失业率和货币工资

水平负相关的观点， 从而用来指导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１９５８）； 佛朗哥·莫迪利亚尼 （Ｆｒａｎｃｏ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１９８５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 提出的 “生命周期假说” （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修正了凯恩斯消费函数

９３

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



只关注当前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 从而揭示了长期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及短

期消费波动的原因 （Ａｎｄｏ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１９６３）。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诞生的 “新凯恩斯主义” （ｎｅｗ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ｉｓｍ） 或 “新凯恩

斯主义经济学” （ｎｅｗ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对新古典综合派只是在形式上将

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拼凑在一起表示了不满， 因此他们提出为宏观经

济学建立微观基础的学术诉求， 说到底就是意图在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假设”
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和建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例如， 他们用 “价格黏性”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 “菜单成本” （ｍｅｎｕ ｃｏｓｔ）、 “工资刚性” （ｗａｇｅ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等

因素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发现的市场非出清现象； 用 “不完全竞争”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不完全信息”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货币中性”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预期判断”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等原因来解释凯恩

斯经济学发现的经济波动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新凯恩斯主义的学术努力，
就是为了让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有机地、 真正

地融合为一体。

（三） 大危机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学的发展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在美国爆发的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而经济学

的第三次范式转换发生在 １９３６ 年 （以凯恩斯 《通论》 的出版为标志）； 第三

次工业革命开始于 １９４６ 年 （以人类第一台计算机的问世为标志）， 而经济学

的第三次范式综合则开始于 １９４７ 年 （以萨缪尔森 《基础》 的出版为标志）。
经济学研究范式第三次发生变化 （包括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的两个时间节

点分别与大危机爆发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的时间高度重合。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在美国爆发的 “大危机” 也称 “大萧条” （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看上去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 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

在 １９２１ 年为 ６７， 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２５ 年为 １００， １９２８ 年为 １１０， 到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则

上升至 １２６ （Ｍｃｅｌｖａｉｎｅ， １９９３）。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华尔街的股票市场突然

出现了暴跌， 拉开了大危机的序幕。 危机迅速波及英国和欧洲， 使当时最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一幸免。 但是触发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事实上早已隐藏

在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中。 例如， 美国经济史学家

查尔斯·吉尔伯特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ｉｌｂｅｒｔ） 指出， 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美国就已

经出现 “一个或几个社会集团支出减少的幅度超过了其他社会集团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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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幅度” （吉尔伯特， １９８６： ６９９）， 而这种状况在英国也持续存在了多年， 这

正是凯恩斯在 《通论》 中分析过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 事实上， 凯恩

斯在大危机爆发前已经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 《货币改

革论》 （１９２３）、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 （１９２５）、 《给法国财政部长的

一封公开信》 （１９２６）、 《货币论》 （１９３０）、 《劝说集》 （１９３１） 等。 因此， 大

危机的爆发成为凯恩斯完成 《通论》 写作和出版的契机。 大危机反映了人类

工业文明由鼎盛转向衰退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及经济学理论产生的

深刻影响， 从而促使了新古典经济学 “微观分析” 研究范式向凯恩斯主义

“宏观分析” 研究范式的转换。
被大危机打断的科学技术发展进程在二战结束后的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得以

继续。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计算机的大规模使用拉开了机器代替人脑的序幕。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末， 计算机的技术形态经历了真空管、 半导体、
集成电路和芯片四个发展阶段； 而计算机的应用形态则经历了大型机房、 个

人台式、 互联网终端和移动终端四个发展阶段， 直至 ２１ 世纪初开启了新一次

技术革命。 与此同时， 经济学第三次范式综合则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末。 在此期间， 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 “常规”、 “反常” 和 “危机” 三

个发展阶段， 直至 ２１ 世纪初开启了新的 “范式革命” （本文将在下一部分详

细介绍这一过程）。 经济学第三次范式综合与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基本同步这

一事实， 既反映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恢复所带来的经济与科学繁荣对经济学

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 涌现出一大批像萨缪尔森、 约翰·纳什 （ Ｊｏｈｎ Ｎａｓｈ）
这样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 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与政治中心由老牌帝国主义国

家英国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转移， 以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经济

理论替代了以英国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 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

主流经济理论。

五、 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一） 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转换

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转换发生于 ２１ 世纪初， 这一转换的标志是 ２００２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 （ Ｄａｎｉ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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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和弗农·史密斯 （Ｖｅｒｎｏｎ Ｓｍｉｔｈ）。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说，
“传统上， 经济理论依赖于经济人假设， 该假设认为人的行为由自利的动机控

制并且人们能够做出理性的决策， 但实验结果表明， 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基本

假定需要修订， 在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边缘地带展开的现代研究已经表明， 某

些概念如有限理性、 有限自利和有限克制， 是经济现象范畴后面的重要因

素”。① 它表明曾经一统天下的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分析” 范式开始面临行为

与实验经济学 “非理性分析” 范式的严峻挑战， 拉开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第四

次大转换的帷幕。
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个公理化的 “理性人假设” 体

系，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学模型计算所谓的最优效用， 从而为包括个人、 企

业和政府在内的经济主体提供决策的依据。 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建构的 “理
性分析” 范式， 其逻辑之严密、 形式之精致堪与物理学媲美， 被誉为 “社会

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但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却观察

到越来越多无法满足 “理性人假设” 的行为异象， 从而动摇了该理论的根

基。 在相当长时间内，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认可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

的发现。 他们认为， “理性” 是人类行为的主体， 而 “非理性” 只是一个随

机现象。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有问题， 只要在模型中加入一个 “误差项”
（ｅｒｒｏｒ ｔｅｒｍ）， 就可以消除这类随机扰动。 就像遗传学中用父母身高预测子代

身高一样， 虽然这种预测会出现意外， 但模型的总体表现仍然非常优秀。 因

为只要误差是随机的， 它们就会互相抵消 （塞勒， ２０１８）。 但是， 卡尼曼的

一系列研究发现却表明， 人类在决策过程中普遍使用了一种 “启发式”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的思维模式 （Ｔｖｅｒｓｋｙ ａｎｄ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１９７４）。 卡尼曼认为， 这种

思维模式既不同于贝叶斯理性， 也不同于有限理性； 而是一种依靠人们的本

能、 直觉和情感的 “非理性” 决策方式， 它在人类处理不确定事件的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与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产生的偏离是一种 “系统性”
偏离， 即这种偏离在给定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被预期和预测的 （卡尼曼，
２０１２： ８９—１７６）。

为了更好地理解第四次范式转换， 有必要补充一个相关细节： 新古典经

济学研究范式事实上由两个互相补充的研究规范所组成。 其一是继承了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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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经济人假设” 的传统， 进而演绎出 “理性人假设” 并最终形成了 “理
性分析” 范式， 它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 “底层逻辑”； 其二是延续了瓦尔拉

斯对一般均衡的阐释， 进而演绎出 “均衡价格理论” 并最终形成了 “微观分

析” 方法， 它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 “方法论” 基础。 当凯恩斯对新古典经

济学发起挑战时， 一开始应该是准备同时颠覆这两个研究规范的，① 但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３ 年大危机的爆发打断了凯恩斯的步骤， 使他不得不将主攻方向放在对 “微
观分析” 的批判上， 这就使得 “理性分析” 范式向 “非理性分析” 范式的转换

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 不过在这半个多世纪中， 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仍然没有脱

离库恩对科学发展一般规律的阐释， 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分析” 范式在此期间

完整地经历了 “常规”、 “反常”、 “危机” 和 “革命” 四个发展阶段②。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 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 “理性分析”

范式的完善， 它是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 “常规阶段”。 在此期间， 希克斯为

“理性分析” 范式创建了无差异曲线分析技术 （Ｈｉｃｋ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ｎ， １９３４）， 约翰·
冯·诺依曼 （Ｊｏｈ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 和奥斯卡·摩根斯坦 （Ｏｓｋａｒ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 为

“理性分析” 范式建立了公理体系 （冯·诺依曼、 摩根斯坦， ２００４）； 萨缪尔森

为 “理性分析” 范式奠定了数理分析基础 （萨缪尔森， １９９２）； 而由热拉尔·德

布鲁 （Ｇｅｒａｒｄ Ｄｅｂｒｅｕ） 和阿罗等人最终完成的 “显示偏好理论” （Ｄｅｂｒｅｕ，
１９５４； Ａｒｒｏｗ， １９５９） 则为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分析” 范式的最终完成落下了

收官之子。③

但出人预料的是， 进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 完善了 “理性分析” 范式

的新古典经济学非但没有就此一路高歌猛进， 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强势崛起，
“理性分析” 范式却不得不面临日益增多的 “异象” 挑战， 从而使新古典经济

学进入了一个 “反常阶段” （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 在此期间， 为了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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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并非没有根据的猜测。 有两个事实可以佐证这一判断： 第一， 凯恩斯早在 《概率论》
一书中就对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做过深入探讨 （Ｋｅｙｎｅｓ， １９２１）； 第

二， 在 《通论》 中， 凯恩斯不但将 “三大心理规律” 作为其分析宏观经济行为的起点，
而且在分析投资行为时多次强调 “动物精神”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ｓ） 才是投资者进行决策的根

本心理驱动力量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１３７—１５０）。
事实上， 经济学的每一次范式变革都会经历这四个阶段， 但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只对第

四次范式转换前的这段历史展开稍微详细的介绍， 以便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库恩的科学哲

学思想， 及这一思想在经济学领域中的体现。
对这段历史比较详细的介绍， 可参考叶航 （２００３）。



“理性分析” 范式频频出现的漏洞， 乔治·施蒂格勒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ｉｇｌｅｒ） 创立了

“信息经济学” （Ｓｔｉｇｌｅｒ， １９６１）， 加里·贝克尔 （Ｇａｒｙ Ｂｅｃｋｅｒ） 构建了 “拓展

的效用函数” 模型 （贝克尔， １９９５）， 赫伯特·西蒙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 则提出

“有限理性” 模型 （Ｓｉｍｏｎ， １９７９）。 这些努力事实上都围绕着同一个学术目

标， 就是试图在 “理性分析” 范式可以接受的框架或范围内为新古典经济学

碰到的种种 “异象” 进行辩解。
但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直至 ２０ 世纪末， 经济学家发现 “异象” 数量不仅

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而为其辩解的难度也越来越高， 这使得主流经济

学家不得不采取沉默的态度来坚持他们的主流立场 （叶航、 汪丁丁、 罗卫

东， ２００５）。 根据库恩的理论， 这些特征表明， 新古典经济学开始进入了一

个所谓的 “危机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由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新创办的

《经济学展望杂志》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专门开设了一个介绍

“异象” 的专栏， 并邀请芝加哥大学行为决策研究中心主任、 著名行为经济

学家理查德·塞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ｈａｌｅｒ， ２０１７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担任这一

专栏的主编。 该专栏到 ２０ 世纪末一直延续了近 ２０ 年，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

济学思想史上又一次范式转换， 即发生于 ２１ 世纪初的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

换， 使经济学进入一个所谓的 “革命阶段”。

（二） 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综合 （展望）

经济学第四次范式综合目前虽然还在酝酿之中， 但根据以上阐述， 我们

却可以对第四次范式综合的形式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断和展望。 经济学的发展

以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交替进行的方式实现， 而每一次范式综合都将前一次

转换前后的两个范式融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 如果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换

是从 “理性分析” 转向 “非理性分析”， 那么经济学第四次范式综合就应该将

“理性分析” 和 “非理性分析” 融合于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
这一综合的理论框架我们不妨以 “行为人假设” 称之， 但不论它的名称

是什么， 作为一个新理论的逻辑起点， “行为人假设” 的内涵大致可以表述

为： 人的行为既有理性的一面， 也有非理性的一面， 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

盾统一体。 “行为人假设” 的主要依据是近年来在认知心理学和决策神经科学

中广泛流行的 “双系统模型” （ｄ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理论。 该理论认为， 人的

行为受制于两套不同的决策系统： 一是基于 “启发式”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的分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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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通常被称作 “系统 １”； 二是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 通常被称作 “系统

２”。 系统 １ 的运行主要依靠我们的本能、 直觉或情感； 而系统 ２ 的运行则依靠

我们的计算、 推理或权衡 （卡尼曼， ２０１２： ３—８１）。 其实， 关于 “双系统”
决策的思想在经济学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凯恩斯关于 “动物精神” （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ｓ） 的投资理念 （凯恩斯， １９９９： １３７—１５０）、 熊彼特关于 “颠覆性创新”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的论述 （熊彼特， １９９１： ６４—１０５）， 以及奈特关于风

险、 不确定性和企业家利润来源的探讨 （奈特， ２００５： １４７—１７１）。 他们认

为， 在常规经济活动中， “理性” 可以发挥作用； 但是在投资、 创新等高度不

确定情境下进行决策， 仅仅依靠 “理性” 判断往往是无济于事的， 因此在更

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人类所固有的直觉、 冲动、 血性和勇气。
演化神经科学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认为， 人类思维模式的上述区

别来源于大脑的进化。 而大脑进化是一个跨越物种的生命奇迹： 距今 ６ 亿年左

右， 神经组织神经元 （ｎｅｕｒｅ） 和神经胶质细胞 （ｎｅｕｒｏｇｌｉｏｃｙｔｅ） 出现在无脊椎

动物或软体动物身上； 距今 ４ 亿至 ５ 亿年左右， 神经系统包括大脑 （ｂｒａｉｎ）
和脊髓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开始出现在脊椎动物或节肢动物身上； 距今 ２ ５ 亿至 ４
亿年左右， 大脑特化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即大脑左右半球的分工开始

出现在爬行动物或两栖动物身上； 距今 ２ 亿年左右， 大脑新皮层 （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ｎｅｏｃｏｒｔｅｘ） 开始出现在哺乳动物身上， 从而开创了 “理性思维” 的曙光； 新

皮层特别是它所包含的前额叶皮层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是大脑执行高级认知功

能， 如计算、 推理、 语言和学习的专属脑区。 人脑新皮层是所有哺乳动物中

最发达的， 与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相比， 面积大了三倍， 拥有的神经元数量多

了两倍 （Ｈｅｒｃｕｌａｎｏ⁃Ｈｏｕｚｅｌ， ２００９）。 因此， 人类成为地球的万物之王， 创造出

辉煌的文明是有其深厚物质基础的。
但是， 大脑进化的底层逻辑在于， 在生物大脑进化的每一个节点上， 新

的功能都是在旧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增添某些 “部件” 来实现的。 用法国分子

生物学家、 １９６５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弗朗索瓦 · 雅各布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Ｊａｃｏｂ） 的话说， “进化是一个修补匠， 而不是工程师” （ Ｊａｃｏｂ，
１９７７）。 这意味着， 进化并没有 “格式化” 大脑原有的组件和功能， 我们

“理性” 的脑区与 “非理性” 的脑区以并行模式存在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Ｌｉｎｄｅｎ， ２００７）。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 “理性” 行为主要用来应对迅速变化

的环境， 往往是高等生物 （主要是灵长类） 面对没有先例的事物时采取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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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反应模式， 这种反应包括信息识别、 信息判断、 信息处理等多个环节， 其

能量消耗要远远超过以本能、 直觉或情感触发的行为， 如果所有行为都采取

这种方式， 反而是不经济和无效率的 （叶航、 汪丁丁、 贾拥民， ２００７）。 因

此， 我们会发现， 一方面， 人类保留了大多数依赖本能、 直觉和情感触发的

行为， 只在这些行为无法解决问题时才调动更高阶的 “理性” 行为； 另一方

面， 人类会通过学习和训练， 不断把一些具有重复性的行为从需要调动 “理
性” 的行为变为只需要依靠本能和直觉的行为， 如运动员、 乐器演奏家和高

级工匠的行为。 以至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 认为， “人比动物智慧是因为我们的本能比它们更多， 而不是更少”
（Ｊａｍｅｓ， １８９０）。

从演化神经科学的视角看， 人类大脑和心智中 “非理性” 和 “非自利”
的行为偏好， 其实是那些有益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 “行为规范” 或 “社会规

范”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 “内部化”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结果。 那些

具有重大生存价值的应对策略会以 “本能”、 “直觉”、 “情绪” 或 “情感” 的

形式内化为我们大脑的某一神经机制， 这种机制在特定的情境再现时将会被

激活， 从而指导我们去正确地行动。 比如恐惧、 厌恶、 悲伤、 愤怒以及公正、
友好、 爱护、 信赖等，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帮助我们迅速做出决断， 使我们

保持警觉、 远离危险、 摆脱困境， 让我们彼此信任、 互相帮助、 团结协作。
正是这些机制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家今天所揭示出来的大部分所谓 “非理性”
“非自利” 行为异象的生理、 心理和神经基础。 而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较晚近才

形成的大脑新皮层， 以及它所具有的被我们称作 “理性” 的推理、 计算和权

衡功能， 说到底只不过是为了让上述机制能够更好地、 更精致地发挥作用。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能理解大卫·休谟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 那句经典的名

言： “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 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 再不能有

任何其他的职务。” （休谟， １９８０： ４５３）
新古典经济学的 “理性人假设” 片面强调人类心智中 “理性” 的一

面， 虽不能说完全错误， 但它的解释力捉襟见肘就不足为奇了。 而行为经

济学的学术目标是将 “理性分析” 范式与 “非理性” 范式融合于一个统一

的理论框架中， 从而使传统研究范式能够解释的现象在新的理论框架下仍

然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 而传统研究范式不能解释的现象， 比如众多

的行为 “异象”， 在新的理论框架下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今后相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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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段时间内， 行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根据这一目标所描绘的前景不断完

善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 从而最终完成经济学的第四次范式综合

（叶航， ２０２２）。

（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学的发展 （展望）

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于 ２１ 世纪初 （以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应用为标志），
而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换开始的时间也是 ２１ 世纪初 （以 ２００２ 年卡尼曼和史密

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 我们看到， 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换与人类第

四次工业革命基本在同一时间拉开帷幕。
如果说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个 “人的体力” 被逐步替代的过程，

那么第三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一个 “人的脑力” 被逐步替代的过程。 不

过，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脑力的替代是通过计算机硬件系统放大人脑计算功

能实现的， 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脑力的替代则是通过神经网络软件系统放

大人脑学习功能实现的。 就替代 “人的脑力” 而言，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模式。 前者对人脑的替代是被动的， 即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 （ ＣＰＵ） 只能

根据人类给它制定的运算规则或逻辑规则来进行工作； 而后者对人脑的替

代则是主动的， 即计算机的工作是根据神经网络模型的自主学习功能不断

进化迭代完成的。 这就是我们仅仅把后者而不把前者称作 “人工智能” 的

原因。
经济学第四次范式转换开启了 “理性分析” 向 “非理性分析” 的转变，

就人类的决策行为而言， 这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但对这两种不同模式

的理解可能远远超乎人们的预想， 对人类的大脑来说， “理性” 是一种被动

的决策行为， 而 “非理性” 才是一种自主的决策行为。 这是因为， 理性决策

通过计算、 推理或权衡来进行工作， 而计算、 推理或权衡的规则却是外部给

定的。 例如我们通过数学定律进行计算， 通过逻辑规则进行推理， 通过期望

效用原理进行权衡。 非理性决策则通过本能、 直觉或情感来进行工作， 而本

能、 直觉或情感却是我们大脑的神经网络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迭代形成的。
在人工智能的工作环境下， 神经网络模型的进化迭代往往只需要几个月甚至

几天就能完成。 像 ＣｈａｔＧＰＴ 发布不到两年， 就进化迭代出四个版本。 因此，
神经网络模型被称作人工智能的灵魂。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 人工智

能的实现得益于人类神经网络的启迪， 而神经网络模型的实践又可以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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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 而这种科学进步的结果必然会对经济

学的第四次范式转换产生深远的影响， 使经济学家更好地认识神经网络的运

行机制， 从而在此基础上更全面理解并阐释 “非理性分析” 范式的本质属

性。 正因为如此， 在第四次范式转换过程中， 经济学与神经科学结盟产生了

“神经经济学” （ｎｅｕ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叶航、 罗俊， ２０２２； 叶航、 汪丁丁、 贾拥

民， ２００７）。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发展在经历了内容搜索和内容推送后， 现在

已进入一个内容生成阶段，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实现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从而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人工智能对人脑更全

面的替代。 人工智能的这一发展趋势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建立在各种不同神经

网络模型上的软件系统加以实现的。 但其发展潜力已经受到算力的严重制约，
而算力的大幅度提高则必须进一步依赖高端芯片及其产业链、 数据存储设备、
公共算力平台甚至电力保障系统等硬件设施的全面发展。 因此， 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最终完成还将依靠软件系统与硬件系统的协同进步和不断迭代。 从经

济学的发展趋势看， 第四次范式转换中出现的 “非理性分析” 范式也必然与

“理性分析” 范式取得深度的融合与协同发展， 才能实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再

一次大综合。 这一综合将使我们更全面、 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自身， 包括人类

的大脑和神经元链接网络， 以及人类的认知、 决策和行为， 从而让经济学迈

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六、 结语： 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上文的阐述和分析表明，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 其发展过程与库恩在

《结构》 一书所揭示的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发展规律， 即经济学的发展也会经

历 “常规”、 “反常”、 “危机” 和 “革命” 四个阶段， 而 “革命” 的本质特

征同样表现为范式转换。 但通过经济思想史的回顾， 我们也发现了经济学不

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发展规律———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交

替进行的形式实现的， 而每一次范式综合都是将前一次范式转换前、 后的两

个 “范式” 融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
可以将本文所述的全部内容， 即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所催生

的经济学发展历史的轨迹， 以一张浓缩的简图表示，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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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科学技术进步下的经济学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如果认真考察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 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也是

以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的形式完成的， 只不过自然科学的范式转换（范式革

命） 与范式综合是同时完成的， 即每一次范式转换的实现就意味着一次范式

综合的完成。 例如， 在物理学发展史上， 曾经出现过五次理论 “大革命”， 而

这五次理论 “大革命” 也意味着物理学理论同时实现了五次范式 “大转换”

和五次范式 “大综合”。

物理学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 １７ 世纪 ８０ 年代， 其标志性事件是 “牛顿经典

力学” 的诞生。 在牛顿经典力学之前， 研究天体运动规律的天文学与研究一

般物体运动规律的物理学是两门完全不同的科学， 但在牛顿 “万有引力定律”

和 “三大运动定律” 的统摄下， 天体的运动和一般物体的运动都被纳入一个

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一次 “大革命”， 即研究范式的第

一次 “大转换” 和 “大综合”。

物理学的第二次革命发生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 其标志性事件是 “能量守恒

和转换定律” 的发现。 在 “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 发现以前， 物理学中各种

不同的能量都以独立的形态出现而被不同学科所研究， 而 “能量守恒和转换

定律” 则揭示了机械能、 热能、 电能、 化学能之间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

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二次 “大革命”， 即研究范式的第二次 “大转换” 和

“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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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发生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其标志性事件是詹姆斯·麦

克斯韦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ｘｗｅｌｌ） “电磁场理论” 的诞生。 在 “电磁场理论” 诞生前，

电、 磁、 光都是作为不同的物理现象被分别研究的， 但麦克斯韦通过四组方

程式揭示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 实现了电、 磁、 光的统一， 并

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电磁波的研究和应用， 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

第三次 “大革命”， 即研究范式的第三次 “大转换” 和 “大综合”。

物理学的第四次革命发生在 ２０ 世纪初， 其标志性事件是爱因斯坦 “相

对论” 的诞生。 相对论的出现颠覆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石———牛顿的绝对时

空观， 揭示了时间、 空间和物质运动之间的统一关系。 事实上， 牛顿经典

力学只是对宏观物质低速运动属性的描述， 相对论则是对微观物质光速运

动属性的描述。 相对论的诞生将牛顿经典力学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其中，

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第四次 “大革命”， 即研究范式的第四次 “大转换”

和 “大综合”。

物理学的第五次革命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其标志性事件是 “波粒二象

性” （ｗａ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ｕａｌｉｔｙ） 理论的提出， 成为支撑量子力学的重要基础。 “波

粒二象性” 理论认为， 电子和光即一般物质在微观层面同时具有波动和粒子

两重属性。 这就意味着经典理论对 “波” 与 “粒子” 的描述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加以实现， 从而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五次 “大革命”， 即

研究范式的第五次 “大转换” 和 “大综合”。

物理学与经济学在范式转换和范式综合实现形式上的区别， 事实上反映

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身的学科区别。 因为， 自然科学主要研究人与自然

的关系， 它所揭示的规律一般通过数学模型来加以呈现， 判断标准比较客观

和直接， 新旧理论范式之间的属性和关系往往一目了然。 因此， 更容易被人

们发现， 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而社会科学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它

所揭示的规律往往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冲突。 因此， 作为社会科学

的经济学， 每一次理论上的范式转换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才能被

人们逐步认识并普遍接受， 进而才能形成共识并酝酿出新、 旧理论之间的综

合， 从而拉开了范式转换与范式综合之间的时间距离， 使范式转换和范式综

合成为理论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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